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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政策情景的家庭乘用车能源回弹效应研究

——来自长株潭城市群的调查数据
*1

刘朝 周思明 余芳洁 张欢

(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湖南长沙 410082)*

【摘 要】:基于长株潭城市群的调查数据，测算在燃料消耗量为 5.0L/100km 情景下家庭乘用车的直接能源回弹

效应，并采用二分类 Logistic 法分析影响家庭乘用车直接能源回弹效应的因素。结果表明:长株潭城市群家庭乘用

车平均直接能源回弹效应为 20%；不同居民家庭乘用车的直接能源回弹效应差别较大，存在超级节能、零回弹、部

分回弹和回火效应；户主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购买新车意愿、车辆行驶里程、出行偏好等因素对家庭乘用车超

级节能和零回弹效应影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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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过去几十年中，我国经济快速发展，随之产生的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水平一直呈增长态势
[1]
。《2016 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指出，中国能源消费量占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 23%，已成为全球能源消费量和 CO2 排放量最多的国家
[2]
。虽然中国政府致力于向

低碳经济转型，但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改变
[3]
，节能减排刻不容缓。

交通运输业作为基础性行业，目前已成为次于工业和生活领域的第三大能源消费行业
[4]
，也是国家节能减排的重点领域之一

①
。而家庭乘用车作为居民日常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近年来它的产销量和保有量大幅增长。中国公安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底，小型载客汽车达 1.6亿辆，其中，以个人名义登记的小型载客汽车(私家车)达到 1.46 亿辆，占小型载客汽车的 92.60%，

与 2015 年相比增长 15.08%
②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均私家车保有量还处于较低水平

[5]
，仍有较大的增长潜力，这给我国

的节能减排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

事实上，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已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来推进绿色低碳交通运输发展。如《关于减征 1.6 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

车辆购置税的通知》
③

及《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和《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及指标》
④

等。但能源效率提高而产生的

预期能源节约量不一定能完全实现，因为能源效率提高会导致能源服务的成本降低，进而产生更多的能源服务消费，预期能源

节约量会被这种消费者行为部分甚至完全抵消，产生“回弹效应”
[6]
。能源回弹效应的存在可能导致国家的能效政策受限或失效

[7]
，给节能减排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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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设计嵌入政策情景的实际偏好———意向偏好调查方法，在全国“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两

型社会)试验区湖南长株潭城市群进行实地调查，获取居民使用家庭乘用车出行数据；并调查和测算在燃料消耗量为 5.0L/100km

的情景下，长株潭城市群家庭乘用车直接能源回弹效应的大小以及影响直接能源回弹效应的因素。

二、文献综述

随着 Khazzoom-Brookes 假说
[8]
的提出，学术界正式开启了对能源回弹效应的研究。能源回弹效应值有小于 0、等于 0、处于

0～1 之间、等于 1和大于 1 五种情况。能源回弹效应值小于 0，表示能源效率提高后实际节能量大于预期节能量，属于“超级

节能”；能源回弹效应值等于 0，表示能源效率提高 1%，节能为 1%，表明能源使用效率提高达到了理想的节能效果，称为“零

回弹”；能源回弹效应处于 0 与 1之间，意味着实际节能量小于预期节能量，表明回弹效应的存在会抵消部分节能量，即“部

分回弹”；能源回弹效应值等于 1，表明预期节能量被完全抵消掉，意味着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完全没有达到节能的目的，即“完

全回弹”；最后，能源回弹效应大于 1，表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后反而增加了能源消费，称为“回火效应”
[9]
。能源回弹效应分

为直接能源回弹效应、间接能源回弹效应和广泛经济范围能源回弹效应
[9]
。

目前，学者们对社会经济各个部门的能源回弹效应进行了研究。Broberg 等(2015)发现在瑞典工业部门，若能效上升 5%，

经济范围回弹效应是40%～70%
[10]
。Evans和Schäfer(2013)发现美国国内航空的平均直接能源回弹效应为19%

[11]
。Cellura等(2013)

估测出意大利建筑行业的能源回弹效应大小的范围为 0.89%～11.6%
[12]
。Wang 等(2012)指出城镇客运交通平均直接回弹效应约是

96%
[13]
。国涓等(2010)发现中国工业部门存在着能源回弹效应

[14]
。查冬兰和周德群(2010)发现中国石油、电力和煤炭平均能源回

弹效应分别是 33.06%、32.28%和 32.17%
[15]

。关于家庭乘用车能源回弹效应，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整个国家层面，如 Ficano 和

Thompson(2014)发现美国私人汽车出行的短期和长期的能源回弹效应分别是 5%～20%和 10%～30%
[16]
。Frondel 等(2012)发现德国

私人交通的平均能源回弹效应在 57% ～62%
[17]
。Lin 和 Liu(2013)发现中国大陆地区私人交通的能源回弹效应高达 107.2%

[18]
。学

者们的研究结果证实了私人汽车交通存在着明显的能源回弹效应。此外，部分学者从家庭异质性、出行特征等方面对私人汽车

交通能源回弹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研究结果表明，收入会对能源回弹效应产生直接的影响
[16]

，人均家庭消费支出的增

加会使直接能源回弹效应呈减少趋势
[18]

。家庭人口结构、驾驶者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家庭成员的就业人数则会影响家庭的出行

偏好和需求，进而影响出行里程数与能源回弹效应
[16]
。

综上所述，能源回弹效应存在于社会经济的各个部门，而现有对家庭乘用车回弹效应的研究基本关注整个国家层面，对不

同地区和省份的研究较少。而且，只有少部分学者量化研究了影响家庭乘用车回弹效应的关键因素。本文设计问卷，对长株潭

城市群的有车家庭进行抽样调查，测算在家庭乘用车燃料消耗量为 5.0L/100km 的情景下家庭乘用车的平均直接回弹效应，并利

用二分类 Logistic 模型识别可能造成能源回弹效应小于及等于 0的因素，从能源回弹效应的角度提出相应的节能减排政策建议。

三、调查样本和研究方法

(一)调查样本

聚焦长株潭地区，将拥有至少一辆乘用车的家庭作为调查对象(属于工作单位配置性质的家庭乘用车排除在外)。问卷分为

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实际数据调查，主要是调查对象当前的实际特征，包含户主特征(年龄、学历、职业状况、工作中需要经常

用到小车、对再买车的态度等)、家庭特征(收入、小孩上下学的交通方式、住宅与公交站或地铁站的最近距离)和家庭乘用车实

际使用情况(乘用车的拥有量、乘用车的百公里油耗、出行的交通状况)等；第二部分主要是意向数据调查，将家庭乘用车燃料

消耗量设定为“5.0L/100km”情景，获取该情景下家庭乘用车总行驶里程的意向数据。

在长株潭地区分发 400 份问卷，最终收回 325 份有效问卷，问卷的有效回收率是 81.25%。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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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S 能源服务 平均月度行驶里程 166.667
12500.

000
1853.231 1373.255

€ 能源效率 单位燃料所行驶的里程 4. 953 133. 333 12. 232 7. 288

X1 乘用车数量 所拥有的车辆数 1. 000 3. 000 1.529 0. 636

X2 小孩数量 18 岁以下家庭成员的数量 0. 000 3. 000 0. 991 0. 611

X3 职业 虚拟：车主是否是全职工作 0.000 1.000 0. 886 0. 318

X4 配偶 虚拟：车主是否单身 0.000 1.000 0. 105 0. 307

X5 学历 虚拟：车主是否硕士及以上 0. 000 1.000 0. 317 0.466

X6 年龄 虚拟：车主是否 30 岁以上- 0. 000 1.000 0. 895 0. 307

X7 环保态度 虚拟：车主是否担忧环境 0. 000 1. 000 0. 046 0. 210

X8 收人 1 虚拟：月收人是否 2k 以上 0. 000 1.000 0. 520 0. 500

X9 公共交通特征 虚拟:住宅与公共交通的最近距离是否 2km 以上 0. 000 1.000 0.117 0. 322

X10 买车的态度 虚拟：是否考虑再买车 0. 000 1.000 0. 538 0. 499

X11 收人 2 虚拟：月收人是否?0k 以上 0. 000 1.000 0.597 0. 491

X12 社会地位象征性 虚拟:户主是否认为私家车意味着较髙的社会地位 0. 000 1. 000 0. 646 0. 479

X13 拥堵问题 虚拟：车主是否常遇堵车 0. 000 1.000 0. 683 0. 466

X14 停车问题 虚拟：车主是否常无停车位 0. 000 1. 000 0.631 0. 483

X15 快捷性 虚拟：车主是否偏爱乘用车出行的快捷性 0. 000 1. 000 0. 560 0. 497

X16 自由性 虚拟：车主是否偏爱乘用车出行的自由性 0. 000 1.000 0. 105 0. 307

X17 舒适性 虚拟：车主是否偏爱乘用车出行的舒适性 0. 000 1. 000 0. 178 0. 383

X18 小孩上下学交通的方式 虚拟：是否常用乘用车接送小孩上下学 0. 000 1.000 0. 262 0. 440

X19 工作业务中的出行方式 虚拟：是否在日常工作业务中常采用乘用车 0. 000 1.000 0. 646 0. 479

X20 生活购物的出行方式 虚拟：是否在日常生活购物中常采用乘用车 0. 000 1. 000 0. 452 0. 498

X21 娱乐休闲的出行方式 虚拟：是否在娱乐休闲中经采用乘用车 0. 000 1.000 0. 022 0. 145

X22 探亲访友的出行方式 虚拟：是否在探亲访友中常采用乘用车 0. 000 1.000 0. 843 0.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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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1.直接能源回弹效应估算。根据 Jin(2007)
[19]
的定义，能源回弹效应是指能源效率提高后实际节能量比预期节能量的减少量，

本文基于该定义对家庭乘用车的直接能源回弹效应进行测算。假设 CMi 和 AMi 分别表示每户家庭乘用车能源效率提高后的预期节

能量和实际节能量，那么能源回弹效应的定义如方程(1)所示:

据 Haas 和 Biermayr(2000)
[20]
的研究，在计算预期节能量时，能源服务并没有因能源效率提高而变化，而计算实际节能量则

是基于能源效率提高后的实际能源服务。另外，能源效率可被定义为“能源效率=能源服务/能源消费”
[21]
，所以，每户家庭乘

用车的初始能源消耗，能源效率提高后的实际能源消耗以及能源效率提高后的预期能源消耗分别由方程(2)(3)和(4)所示:

其中，i表示居民家庭的数目(i= (1，2，……，325))ei ，si和εi分别代表初始能源消耗、初始能源服务和初始能源效率，

Hεi表示提高后的能源效率，Aei 和 Asi 分别代表能源效率提高后的实际能源消耗和实际能源服务，Cei 代表能源效率提高后理论

计算的预期能源消耗。

根据公式(1)(2)和(3)，能源效率提高后的预期节能量和实际节能量表达式分别如方程(5)和(6)所示:

将公式(5)和(6)代入到公式(1)，得到每户家庭乘用车直接能源回弹效应的第二种计算方法如公式(7):

2.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将采用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的方法识别和衡量影响直接能源回弹效应小于等于 0的原因。因为传统的线性回归模型要求因变量为定量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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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但直接能源回弹效应是否小于等于 0 是定性变量，Logistic 回归分析被广泛用来解决因变量为定性变量的情况
[22]
。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是专门针对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取“是”或“否”)的估测某一事件发生概率的非线性模型。即若 P 为某件事发

生的概率，那么(1-P)就是这一事件不发生的概率，二者比值 P/(1-P)被称为优势比(OR)，自然对数 ln(P/(1-P))被记作 Logit P。

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是以 Logit P 为因变量建立的线性回归方程。具体模型如下:

通过回归模型(8)，P 的值可表示为:

其中，参数 a 表示常数项，参数 bk 是 Logistic 回归系数，xk 表示自变量。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直接能源回弹效应测算

中国政府于 2004 年确立了乘用车的第一项强制性燃料经济性标准，通过采纳这项新标准，中国乘用车新车平均燃料消耗量

于2020 年期望达到5.0L/100km。据此，采用实际偏好———意向偏好调查方法，调查“家庭乘用车燃料经济性提高到5.0L/100km”

情景前后，家庭乘用车行驶里程等数据，估测直接能源回弹效应大小。

首先，调查每户家庭乘用车目前“每百公里油耗”以及“平均每月的行使里程数”的实际偏好数据，分别代表家庭乘用车

的初始能源消耗(ei )和初始能源服务(si )，进而根据公式(2)计算出家庭乘用车的初始能源效率值(εi )；然后，调查“若家庭

乘用车的油耗变成 5.0L/100km(Aei)”的情景下，这些家庭乘用车“平均每月的行使里程数”的意向偏好数据，获得能源效率提

高后家庭乘用车的能源服务值(Asi )，计算出提高后的能源效率(Hεi )。最后，根据公式(7)估算在家庭乘用车燃料消耗量为

5.0L/100km 的情景下，325 户家庭中乘用车的直接能源回弹效应值。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在家庭乘用车燃料消耗量为 5.0L/100km 的情景下，样本范围内存在家庭乘用车能源回弹效应。在平均水平上，家庭

乘用车的直接能源回弹效应为 20%，这表明有 80%的期望能源消费节约量能够实现，但由于回弹效应的存在，20%的期望能源消

费节约量会被抵消。

第二，对于不同的居民家庭来说，家庭乘用车的能源回弹效应值差别较大，存在超级节能、零回弹、部分回弹和回火效应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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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分别为 7.08%、47.69%、40%和 4.92%。这说明，在家庭乘用车燃料消耗量为 5.0L/100km 的情景下，有 7.08%的家庭认为科

技进步，燃料效率的提高会导致人们比预期节约更多的能源；存在 47.69%的家庭对能源效率提升不敏感，认为能源效率的提高

对其能源消费和节约量并没有影响；有 40%的家庭会随着能源效率提高增加家庭乘用车的使用，会导致部分回弹；4.92%的家庭

对能源效率比较敏感，随着能源效率的提高增加家庭乘用车的使用，增加能源消费，导致回火效应。

(二)能源回弹效应影响因素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结果

选用二分类 Logistic 模型对影响家庭乘用车产生超级节能和零回弹效应(直接能源回弹效应小于等于 0)的因素进行分析，

回归系数如表 2 所示。

表 2 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结果

变量 B S.E. Wals df Sig.
Exp

(B)
EXP(B)的下限 90%C.I.上限

InS 0.326 0.193 2.871 1 0.090 1.386 1.010 1.903

x5 3.260 0.705 21.389 1 0.000 26.038 8.168 83.000

Xio 0.719 0.261 7.557 1 0.006 2.052 1.335 3.154

Xu 1.273 0.349 13.319 1 0.000 3.573 2.013 6.342

x12 0. 631 0.295 4.581 1 0.032 1.880 1.157 3.053

Xl3 0. 747 0.285 6.889 1 0.009 2.110 1.322 3.370

Xl4 2.686 0. 577 21.689 1 0.000 14.676 5.683 37.901

Xl5 1.006 0.327 9.483 1 0.002 2.736 1.598 4.683

x16 2.028 0.659 9.470 1 0.002 7.599 2.570 22.466

x17 0.954 0.497 3.688 1 0.055 2.595 1.147 5.837

x18 2.977 0.622 22.881 1 0.000 19.636 7.054 54.664

x19 2.869 0.734 15.270 1 0.000 17.611 5.265 58.909

X20 0.497 0. 278 3.187 1 0.074 1.643 1.040 2.596

X21 2.722 1.017 7.158 1 0.007 15.212 2.854 81.095

X22 1.581 0.607 6.777 1 0.009 4.860 1.790 13.198

第一，车辆行驶里程(lnS)、户主受教育水平(X5)、收入水平(X11)及交通拥堵程度(X13)与家庭乘用车产生超级节能和零回弹

效应(直接能源回弹效应小于等于 0)的概率正相关。如表 2所示，车辆行驶里程的对数值每增加 1个单位，能源回弹效应小于等

于 0 发生与不发生之比增长 38.6%；户主学历在硕士及以上的家庭直接能源回弹效应小于等于 0的发生概率是本科及以下的家庭

的 26.038 倍；收入高于 20 万的家庭发生直接能源回弹效应小于等于 0的概率是收入低于 20 万家庭的 3.573 倍；经常遭遇交通

拥堵(及停车不方便)的家庭直接能源回弹效应小于等于 0 发生概率是不常遇到交通拥堵(或停车方便)家庭的 2.110(14.67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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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研究结果与 Su(2012)的研究结果一致，即回弹效应随着车辆行驶里程的增加而减少，乘用车行驶里程越高的家庭，其

需要使用乘用车来满足额外出行需求的概率越低
[23]

。其次，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消费者比较关心环境保护
[24]

，而有环境意识的

消费者倾向于消耗更少的汽油
[25]

。另外，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能源服务的边际效用将会递减，这意味着增加单位行驶里程所

带来的满足感变弱，人均家庭消费支出的增加会使直接能源回弹效应呈减少趋势
[18]

。最后，在道路拥挤(或停车不方便)的情况

下，出行的时间成本和资本成本都相对偏大，从而导致居民很有可能放弃出行意愿不强烈或者出行弹性较大的出行，导致乘用

车行驶里程增长和回弹效应发生概率变小。

第二，购买新车的意愿(X10)、家庭乘用车社会地位象征程度(X12)、乘用车快捷出行的偏好程度(X15)、用乘用车接送小孩上

下学的偏好程度(X18)、在工作业务中使用乘用车的偏好程度(X19)和在生活购物中使用乘用车的偏好程度(X20)与家庭乘用车产生

超级节能和零回弹效应(直接能源回弹效应小于等于 0)的概率负相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燃料效率提高到 5.0L/100km

后，无购车意愿家庭的能源回弹效应小于等于 0 发生概率是有购车意愿家庭的 2.052 倍；不认为乘用车是社会地位象征的家庭

发生直接能源回弹效应小于等于 0 的概率是将乘用车看做社会地位象征家庭的 1.88 倍；不偏爱乘用车快捷(或自由(X16)、或舒

适(X17))出行体验的家庭直接能源回弹效应小于等于0发生概率是更偏爱乘用车快捷(或自由、或舒适)出行体验家庭的2.736(或

7.599，或 2.595)倍；不偏好用乘用车接送小孩上下学的家庭直接能源回弹效应小于等于 0发生概率是偏好用乘用车接送小孩上

下学家庭的 19.636 倍；不偏爱在工作业务中使用乘用车的家庭直接能源回弹效应小于等于 0发生概率是偏爱在工作业务中使用

乘用车家庭的 17.611 倍；在生活购物(或文体娱乐(X21)、或探亲访友(X22))中不偏好采用乘用车出行的家庭，其直接能源回弹效

应小于等于 0 发生概率是有这种偏好的家庭的 1.643(或 15.212、或 4.86)倍。

杨媚茹等(2013)的研究表明，有购车意愿的人没有显著的环保意识
[26]

，而当能源效率提高后，有购车意愿的家庭更倾向于

增加车辆行驶里程，具有更多的耗能行为。此外，在社会生活中，认可乘用车具有较高社会地位象征性的家庭，更倾向于使用

乘用车出行来满足自身的社会需求。在用乘用车接送小孩上下学方面，学生出行时间与工作日的早晚高峰基本重合，用家庭乘

用车接送小孩会加重路网的交通负荷
[27]

。对于偏爱乘用车快捷(或自由，或舒适，或生活娱乐)出行体验的家庭来说，当能源效

率提高后，乘用车出行成本降低，其更倾向于增加车辆行驶里程，增大能源消费和回弹效应发生的概率。

第三，家庭乘用车出行特征因素是影响直接能源回弹效应的主要原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燃料效率提高到

5.0L/100km 后，不偏好用乘用车接送小孩上下学(X18)、不常在工作业务中使用乘用车的(X19)和较少在文体娱乐中使用乘用车(X21)

都会导致家庭乘用车直接能源回弹效应小于等于 0 的发生概率较大。这是因为汽车的燃油经济性会减少驾驶成本，而低的驾驶

成本又会增加汽车出行里程数。汽车的燃油经济性对能源回弹效应产生的影响都是通过影响汽车行驶里程数而实现的，较少的

行驶里程数导致家庭乘用车直接能源回弹效应小于等于 0 的发生概率较大。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长株潭城市群的实际调查数据，测算了在家庭乘用车燃料消耗量为 5.0L/100km 的情景下，长株潭城市群家庭乘用车直

接能源回弹效应，并采用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方法分析了影响家庭乘用车直接能源回弹效应的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在家庭乘用车燃料消耗量为 5.0L/100km 的情景下，样本范围内长株潭城市群家庭乘用车能源消费中存在回弹效应。

在平均水平上，家庭乘用车的直接能源回弹效应为 20%。

第二，长株潭地区不同居民家庭的乘用车直接能源回弹效应值差别较大，存在超级节能、零回弹、部分回弹和回火效应。

第三，车辆行驶里程、户主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交通拥堵程度与家庭乘用车超级节能和零回弹效应正相关；居民购买

新车的意愿、家庭乘用车社会地位象征程度、乘用车快捷出行的偏好程度、用乘用车接送小孩上下学的偏好程度、在工作业务

中使用乘用车的偏好程度和在生活购物中使用乘用车的偏好程度与家庭乘用车超级节能和零回弹效应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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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几点政策建议，以期减缓家庭乘用车直接能源回弹效应。(1)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意提高公民的

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从而提高消费者的环境意识，降低对能源效率的敏感性，呼吁公民节能减排从身边做起；(2)通过制定

和实施车辆限购政策，降低人们的再购车意愿和行为；(3)在长株潭地区设计和推广多样化节能出行方式，鼓励人们在出行、生

活娱乐时采用公共和节能交通，降低燃油家庭乘用车的偏好程度和使用频率。

注释：

①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3/content_2466586.htm.

②http://henan.people.com.cn/n2/2017/0111/c351638-29582426.html.

③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612/t20161215_2483048.html.

④http://henan.people.com.cn/n2/2017/0111/c351638 -295824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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